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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本世纪的重大挑战之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然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可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其中之一就是
人类活动污水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科学评估和揭示沿江
城市群污水治理成效及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本研究核算了2007‒2017年间长江流域主要污染物的浓度
变化趋势，利用数据驱动型技术对影响污染物通量变化的关键因子及其贡献开展了系统解耦和量化分
析，揭示了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时空异质性，解析了沿江城镇污水系统发展对污染物通量削减的作用效果。
研究发现，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效总体向好，长江经济带国内生产总值和沿江人类活动污水排放强度
之间的强耦合在2013年之后呈现脱钩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城镇排水和污水厂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研究提出，长江流域城镇污水治理如何实现以水载资源再生利用为导引的“绿色零碳模式”转变，对于全
面改善长江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能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
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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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在不进一步破坏地球环境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提

升人类福祉，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1‒2]。中国在

全球制造业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经济增长带来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许多严重的

生态环境问题[3‒4]。例如，日益频繁的社会经济活动导

致大量污染物排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藻华频发暴发以及

长江稀有物种的灭绝。这些问题所导致的水生生态系统退

化已引起了全球关注[5‒7]。

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的主要经济区，亦是污水产生和排

放的重点区域，近年来生活污水年排放量约占全国的

35%。因此，水体中污染负荷的降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厘

清与长江流域有关的污水排放状况。自我国“十五”规划

以来，国家有效实施了污染物减排的相关措施[8]。通过

加大对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污染物排放的管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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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国已基本实现有关规划目标。对我国4个区域湖泊

历史水质数据的分析表明，自 2006年以来，环境卫生条

件的迅速改善促使长江流域 4大淡水湖（巢湖、鄱阳湖、

洞庭湖和太湖）中污染物的月平均浓度和年平均浓度持续

下降[9]。尽管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

点，但针对湖泊中以及干流中仍然存在的部分高浓度污染

物，则需厘清当前污染物浓度整体下降趋势的驱动因素及

其贡献，在流域范围内验证污染物浓度下降的趋势，并研

究这种趋势是否能够持续甚至加速发生。如果污水处理设

施提升可促使长江中污染物浓度下降，那么通过进一步加

强污水处理，就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可持续性之间

取得平衡。

本文概述了 2007—2017年长江流域市政污水处理基

础设施的发展情况，详细的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见第2节

和附录A。整体上，基于最新发表的文献和修订后的《中

国统计年鉴》，对长江流域 100多个城市的与污水处理有

关的参数进行了调研，包括人口、城市化率、国内生产总

值（GDP）、水质和水量、卫生设施等。基于2003—2018

年长江干流水质数据，分析长江干流污染物变化趋势，从

污染物排放和水质改善两方面评估了污染物足迹。其次，

本文研究了驱动长江污染物通量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对水

质改善的可达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此外，采用累积求和

分析探析长江流域近期的污水排放的空间异质性。最后，

通过虚拟制度分析探究了污水处理管理的非传统改善空

间，以减少废水衍生污染物。为实现到 2035年的水质改

善，预测了未来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社会经济指标

长江流域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20%，容纳了我国30%的人口。与其他研究一样，本文将

长江流域划分为上游（宜昌之前）、中游（宜昌与湖口之

间）和下游（湖口之后）三个子流域[10‒11]。各城市人

口和GDP数据来自中国和省级统计年鉴（2007—2017年）

[12]。城镇面积和各城市排水管道长度数据来自《城乡建

设统计年鉴》（2007—2017年）[13]，其中排水管网密度

由排水管道长度除以城镇的面积得出。

2.2. 长江流域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发展

研究获取了污水处理厂数量、设计处理量、年污水处

理量、污水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污水处理厂和排水管道）、

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总磷（TP）、总氮（TN）和

铵态氮]年削减量以及流域内各城市所有污水处理厂排放

量，相关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7—2017）。

2.3. 长江中污染物浓度及负荷

基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报告和已发表的文献数

据，研究获取了长江中5个主要水文站（寸滩、宜昌、武

汉、湖口和大通）水量和水质（TP、铵态氮和高锰酸盐

指数）历史数据[3,10,14‒30]。寸滩、宜昌、武汉、湖口

和大通水文站的经纬度分别为（29° 37′22.0″N, 106°

36′09.0″E）、（30° 41′36.0″N, 111° 16′53.0″E）、（30°

36′36.0″N, 114°18′54.0″E）、（29°44′41.0″N, 115°59′55.0″E）

和（30°46′41.0″N, 117°38′06.0 E）。寸滩和宜昌分别是三

峡大坝上游和下游的重要水文站，武汉则是长江中游的重

要水文站，湖口水文站位于中游和下游边界，大通为不受

潮汐影响的长江最下游水文站。根据每个水文站的月流量

和污染物月浓度，研究计算了每个站的污染物负荷。

2.4. 长江中污染物通量、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参数、污水排

放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计算两两指标间的 Spearman相关性，建立指标

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包括 2007—2017 年间各城市人口、

GDP、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指标（即各城市排水管道

密度、污水处理厂数量）、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量（即

各城市的COD、TP、TN和氨氮）以及长江中污染物通量

（寸滩站、宜昌站、武汉站、湖口站和大通站的TP、氨和

高锰酸盐指数）。当Spearman相关系数大于0.7且p值小于

0.01时，认为各参数具有统计学相关性。根据 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用Adobe Illustrator CS6制作网络图。此

外，利用R语言进行冗余分析（RDA），以确定长江污染

物通量的变化程度是否可以归因于所考虑的变量。

2.5. 模式分析

为了评估污水处理管理的非传统改善空间（即到

2035年减少水体污染物）的潜在效益，研究模拟了不同

制度下长江流域污水管理基础设施实施过程中的财政平衡

和分配情况。从官方数据库[3,10,14‒30]获得的数据用于

生成 2007年和 2017年模式下的相关参数。此外，研究假

设到 2035年排水管道的覆盖密度将达到 30 km−2，以预测

不同制度下（即 2017年模式、2007年模式、零磷模式和

磷回收模式）污水磷的收集量。具体来说，2017 年和

2007年的两种模式均假定，为改善污水处理和磷排放而进

行的进一步投资可使磷排放水平达到2017年（7.5 Gg·a−1）

和 2007年（6.0 Gg·a−1）的水平。零磷模式则乐观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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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污水产生的磷都可以通过复杂的污水处理方法得到适

当处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在磷回收模式下，剩余

污泥中的磷含量可在农业实践中循环利用。需要进一步说

明的是，社会经济因素的预测是基于线性外插法，结果中

的不确定性由蒙特卡罗分析确定，具体为对公共数据库和

（或）我们之前的工作[31‒32]中的数据进行随机抽样分析

（10 000抽样），获取潜在的概率分布。

3. 结果和讨论

3.1. 污水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指标的发展趋势

近十年来，长江流域的污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污水处理厂数量和排水管道密度分别增加了

355% 和 39% [图 1（a）]，累计投资增长了 158% [图 1

（b）]。2017年长江流域1752个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97亿

立方米（即人均 38.07 m3），是 2007年的三倍（附录A中

的图 S1）。这一增长明显反映了“十一五”（2006—

2010）、“十二五”（2011—2015）和“十三五”（2016—

2020）规划期间《城市污水处理和资源化设施建设》的有

效实施 [33]，规划分别提出将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

70%、85%和95%。

2007年以前，污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改善主要集中

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和长三角地区[图1（b）]。这导

致超过 50%的污水处理厂建设集中在长江流域下游，其

占长江流域总量的不到10%（附录A中的图S2）。这一比

例也可能反映在子流域污水排放的时空异质性上，这将在

后续内容中讨论。经过 10年的快速发展，三个子流域的

人均污水处理量提高了一倍，但下游较大的污水排放强度

（附录中的表S1）以及较高的废水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导

致下游污水排放量仍是最高（图S1）。

与污水处理厂数量的快速增长相比，排水管道密度从

2007 年的 9.2 km·km−2 缓慢增加到 2017 年的 12.8 km·
km−2。这一密度水平仅为日本（20~30 km·km−2）的一半，

表明排水管网的建设与长江流域快速城市化发展趋势不匹

配[34]。虽然长江流域的污水处理率从2007年的54%上升

到 2017 年的 94%，但我国约 30% 的排水管网为合流制，

这导致污水收集率仍不明确[35]。2017年流域内污水处理

厂平均负荷率为85%，因此，污水处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更多地取决于排水管网密度，而不是污水处理厂的数量。

这一现象在长江上游和中游流域尤为突出，2017年排水

管网密度约为10 km·km−2，仅为下游流域的一半。

自“十五”规划（2001—2005年）实施以来，我国

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来保护和恢复环境质量。截至 2017

年，环境污染治理累计投资953.9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 608.6亿元[12]。流域内污水处理基础设

施总投资为 158.4亿元[图 1（b）]，占全国总投资和流域

GDP的24.8%和0.48%，这一比例高于全国投资污水处理

基础设施占GDP的比例（0.2%）[3]。“十一五”规划期

间，单位GDP的污水处理量呈增加趋势，但由于流域内

图 1. 2007—2017年长江流域污水基础设施发展及相关指标变化。（a）
正在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数目和排水管道的覆盖密度；（b）按长江流域区

域划分的污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c）GDP和废水产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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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基础设施投资成本的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单

位 GDP 污 水 处 理 量 自 2011 年 起 呈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图1（c）]。

2007 年，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削减了 1584 Gg COD、

53 Gg TN和21 Gg TP（附录A中的图S3），其中TN和TP

削减量分别占长江入海通量的 4%和 34% [26]。10年后，

COD、TN和TP削减量分别增加了159%、620%和170%，

TN和TP削减量占入海通量的比例增加到18%和50%。从

对河流污染负荷贡献率的角度来看，上述增长率表明污水

处理基础设施对磷的削减作用大于氮。

3.2. 河流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由于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自 2006 年以来，巢湖、

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中月平均和年平均TP浓度显著下

降[9]。研究分析了2003—2018年长江干流（寸滩、宜昌、

武汉、湖口和大通水文站）水体中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在此期间，长江干流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CODMn）平均

浓度缓慢下降[图 2（a）]，即CODMn平均浓度从 2003年

的 3.0 mg·L−1下降到 2018年的 2.0 mg·L−1。2014年以来，

长江中仅有少量监测点水体中的COD浓度高于 6 mg·L−1

（中国地表水质 III类水标准限值）。氨氮和TP的平均浓度

在 2013年之前稳定上升，然后下降[图 2（b）和（c）]。

2013年铵态氮和TP平均浓度达到峰值，分别为0.3 mg·L−1

和0.15 mg·L−1，到2018年，为0.13 mg·L−1和0.10 mg·L−1，

分别下降了 57%和 33%。长江干流中污染物浓度的降低

可能表明流域内污水基础设施和营养盐去除效率得到了改

善（图 1和图S1）。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工业、农

村和城市区的污水排放量减少，我国内陆地表水质量已显

著改善或保持在良好水平[36]。然而，“滞留”磷的输入

可能导致干流水体中 TP 浓度的降低似乎迟于湖泊 [9‒

10,37]。

3.3. 污水基础设施发展、社会经济因素以及长江中污染物

通量的关系

地表水质的改善不仅因为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物排放通

量的降低，还与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因素有关，而这些因

素的间接影响还知之甚少。在过去的 10 年里，人口、

GDP、基础设施投资成本、污水处理厂数量、排水管网密

度以及污染物的处理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这些因素

的变化都将反映在河流污染物赋存上。为了厘清和阐明水

质改善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对长江流域内117个城市的

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污水收集和处理因素以及长江干流

污染物通量进行了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图 3）。通过

RDA来确定关键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污染物通量变化的贡

献（附录A中的图S4）。

由图3可知，长江中污染物通量主要与污水处理基础

设施投资、GDP、排水管网密度、污水处理厂数量、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除对有机质和

氨氮的影响外，上述因素对TP通量的影响最为显著。人

口与河流污染物通量的相关性较小。RDA结果表明，排

水管网密度、人均GDP和污水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江流域

污染物通量变化的贡献大于污水处理厂数量和人口的贡

献。这三个驱动因子约占长江污染物通量变化的17%，且

中下游的解释程度大于长江上游（图S4）。研究进一步探

讨了这些驱动因素如何影响河流中污染物通量。

1978—2014年间中国经济与环境变量间存在耦合关

图2. 长江水体中COD（a）、氨氮（b）和TP（c）浓度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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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是我国“生态文明”目标的逐步实现使得 2015年

以来主要污染物与经济指标出现脱钩趋势[38]。长时间的

耦合关系表明，污染物通量与GDP、基础设施投资的相

关性比与人口的相关性更为显著（图 3）。长江中氨氮和

磷浓度的峰值（图2）表明，2013年前后可能是点源（如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的转折点。有研究表明过去 10

年我国GDP的增长并未破坏内陆水生生态系统[39]。随着

GDP增长与环境质量下降之间的持续脱钩，GDP与河流

污染物通量之间的相关性将会减弱。

此外，流域内部分合流制排水系统将径流和污水同时

排入流域和河流中[40]，这可能导致排水管网密度与河流

污染物通量的相关性比与污水处理厂数量的相关性更强

（图3）。因此，排水管网的建设/改造是进一步提高污水处

理量的关键。

此外，长江流域内污水处理厂排放磷负荷与长江中

TP通量间强的相关性表明，污水排放磷对流域的贡献显

著。据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污水排放一直

是长江中上游磷的第二大来源，而农业磷输入是主要来源

[10]。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磷主要来源于污

水排放[10]。因此，过去的10年中，污水基础设施的快速

改善，使得河流中TP浓度逐渐下降（图2）。其他研究显

示，城市生活磷负荷的减少量占湖泊TP浓度变化的 40%

左右[9]。除了城市污水处理和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五年工

作计划，我国在控制点源方面还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2015年，我国实施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41]，并提

出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七大流域水质应达到优良水

平，在2020年和2030年70%以上和75%以上的流域水质

达到 III类或更好水质（GB3838—2002）。计划列出的 10

项防治措施中的第一项即是污染物排放控制，包括生活点

源以及农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面源污染控制。可以

推测，在点源污染控制取得良好成效后，面源污染将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营养物质来源[9]。

本文没有评估污水中 TN 输入到流域的贡献，因为

TN不包含在我国河流地表水质标准评价中，但包含在湖

库地表水评价中；众多研究表明农业氮源已占主导地位

（59%~83%）[3,15]。

3.4. 2007—2017年污水中磷年排放量变化

长江流域中污染物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GDP增长

也存在区域差异[38,42]。通过分析流域磷排放的时空差异

（图4），研究了不同子流域（根据经济活动的不同）中污

水基础设施投资变化过程，这对未来制定磷控制政策至关

重要。

随着污水收集量的增加，2007—2017年流域内所有

污水处理厂进水中的磷负荷增加了两倍以上（从 26.7 Gg

增加到63.4 Gg）。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磷年排放量从2007年

的6.0 Gg上升到2011年的峰值（9.1 Gg）后，从2012年开

始下降（图4）。到2017年，磷年排放量下降到7.5 Gg。这

一下降趋势与长江中 TP 浓度的时间变化趋势一致[图 2

（a）]，这也证实了污水排放对长江TP负荷的贡献以及削

图3. 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因素、基础设施指标、污水收集和处理效率与污染物通量之间相关性网络图。根据Spearman相关分析（p<0.01），线的宽度越

大表示两者的相关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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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水中污染物对河流水质改善的正向作用。磷排放量的

下降也表明污水处理厂除磷总体有效，特别是 2012年以

后。据统计，中国厌氧-缺氧-好氧（A2/O）、氧化沟、序

批式反应器（SBR）的数量和处理能力约占80% [43]，这

些过程通常能有效地去除磷[44]。

2007年，污水处理厂的磷排放量为 5.97 Gg，其中人

口稀少的上游为1.32 Gg，中游为1.17 Gg，人口稠密的下

游为3.48 Gg。下游污水排放占整个流域磷排放的近60%。

即使考虑单位GDP的磷排放量，下游水平仍然最高，约

为0.7 g ·元−1。

2007—2011年，上游、中游和下游流域TP年排放量

分别增加了 52.1%、138.9%和 22.6%。2007—2011年全流

域磷排放增加了3.1 Gg，其中流域中游污水处理厂的快速

建设导致 50%以上的磷排放来自中游。2011年以后，流

域污水处理厂TP年排放量有所下降，特别是流域下游除

磷效果有所改善。这可能与《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2011—2015）》的颁布有关，该规划强调污水处理

厂的脱氮除磷。2017年，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磷排放量

分别为 1.83 Gg、2.89 Gg 和 2.78 Gg（图 4 和附录 A 中的

图S5），其中流域中游单位GDP的TP排放量最高。然而，

所有子流域排放水平均比10年前降低了50% [图4（b）]，

这与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水中磷浓度变化一致（附录A中的

图S6）。相对于追踪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发展和单位GDP磷

排放量，主要区域的污染物排放可能已经从流域下游转移

到中游[图 1（b）、图 4和图S1]。污水处理厂较多或污水

处理能力较高的城市可以进一步限制污染物排放，但是这

些城市也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可通过点源形式向河流排放

更多的污染物（图 S3 和图 S5）。假设流域内所有城市

100%的污水均能被处理，那么人口密度和GDP较高城市

的污水处理厂应采用较复杂的污水处理工艺，如三级处理

或多级处理，以达到较低的污染物排放量。针对上游、中

游和下游流域污染物负荷不同的趋势和来源，需要制定更

为灵活的区域污染防控战略[9]。

三峡工程和其他上游大坝的建成使长江中下游的输沙

量减少了91% [11]。上游水库截留泥沙导致中下游河流变

清，使其失去了泥沙对磷浓度的缓冲调节作用。污水排放

的磷（溶解态磷大于50%）进入水体后可能仍以溶解态为

主，而泥沙含量的显著降低，导致上述情况主要发生在旱

季。据估计，1970—2010年间长江输出的溶解态磷量增

加了 10倍[37,46]。河流中溶解态磷的增加对水体初级生

产力以及潜在增加溶解性反应磷（SRP）的影响值得系统

研究。

3.5. 2035年不同范式下的财政平衡和分配

为了明确什么范式可维持甚至加速流域污染物浓度的

下降，本文进行了虚拟范式分析（图 5）。这些分析探索

了污水管理中污染物削减的非传统改善空间，并预测了到

2035年能够实现这种改善的未来污水服务基础设施的投

资空间。虽然目前通过管道末端措施进一步降低磷的潜力

很小，但未来在提高污水管网收集效率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9]。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管网建设目标是 2020年增加

1.259×105 km 至 4.224×105 km，这将比 2015 年增长 42% 

[33]。管道（再）建设是进一步提高降磷效果的制约因

素。因此，本文假设长江流域排水管网覆盖密度达到

30 km·km−2，评估了不同范式下到 2035年实现不同数量

磷减排的成本。

到 2035年，预计在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总

额将达到（520.8 ± 136.1）亿元，其中管网建设、污水处

理厂建设、能耗和污泥处置投资分别为 214.4 亿元、

图4. 2007—2011年、2011—2015年和2015—2017年长江流域各区域对污水磷年排放量变化的贡献。（a）图中每个柱的长度表示长江流域各区域年贡

献率；（b）柱高表示单位GDP磷排放量，柱面积表示各区域的GDP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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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8亿元、13.8亿元和24.8亿元（图5）。在这种情形下，

全流域污水处理厂收集的磷将增加到(200 ± 66) Gg，排放

到流域的磷将达到(28.0 ± 9.3) Gg，这将是2017年的4倍。

同时，流域中氮的收集和排放将分别达到(2077 ± 719) Gg

和(837 ± 289) Gg，详见附录A（表S2）。如果通过去除更

多的磷以削减磷排放至 2017年水平（7.5 Gg）或 2007年

的水平（6.0 Gg），还需投资339亿元或367亿元。这些投

资将主要用于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过程。若执行零磷排

放措施和农业内循环制度下，即利用复杂的废水处理工

艺，如三级或多级处理配置，还需投资537.7亿元，而基

于磷回收的年收入估计为（0.6 ± 0.2）亿元。

4. 措施与结论

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恢复和维护水生生态系统的健

康，既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也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大力改善现有的污水处

理基础设施[2]。在过去的 20年里，我国通过对污水处理

设施的大量投资和对长江经济带水中污染物的排放进行限

制，已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在驱动长江污染

物通量变化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以及可在多大程

度上得到改善仍不明确。

本研究评估了 2007—2017年期间长江流域改善污水

处理设施对干流中污染物足迹的影响，并对长江污染物通

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可视化。此外，研究

还进行了范式分析，以探讨在减少污水中污染物排放通量

方面，污水处理管理的非传统改善空间。研究发现，自

2013年以来，长江水质在持续改善，这一结论与污水处

理措施改善导致点源污染物排放通量下降的结果一致。此

外，经济和环境变量之间的长期耦合可以解释污染物通量

（特别是总磷通量）与GDP和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相关性，

比污染物通量与人口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大量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促进了2013年后经济和环境变量的脱钩趋势。

2007—2017年，受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TP排放主要区

域可能由流域下游向中游转移。范式分析结果表明，若

2035年长江流域排水管网覆盖密度达到30 km·km−2，则需

要累计投入（520.8±136.1）亿元。此外，如果维持2017年

和 2007年的磷排放量水平，还需要分别投资 339亿元和

367亿元。此外，由于在预测未来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投

资空间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其他实际经济状况，对不

同污水管理范式的边际成本进行比较将无意义。因此，进

一步的研究工作应致力于更全面地分析与污水处理管理转

型有关的广泛影响，同时考虑实际情况中的时间和空间变

化。本研究深化了当前污水处理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图5. 不同范式下长江流域污水管理基础设施实施中的财政平衡和分配。历史数据用于生成2007年和2017年模式下的相关指标。2035年排水管道的覆

盖密度值采用30 km−2，用于预测在不同范式下污水中磷的收集量。Back-to-2017和back-to-2007两种模式，假定在改善污水处理和磷排放方面的投资

可使磷排放水平达到2017年（7.5 Gg P·a−1）和2007年（6.0 Gg P·a−1）的水平。Zero-P模式假设所有污水中产生的磷都可以通过复杂的废水处理方法

得到适当处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假设执行磷回收措施，剩余污泥中的磷含量可在农业实践中循环利用。图中误差棒是基于蒙特卡罗10 000次随机

抽样模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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